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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行政奖惩力度是中国环境绩效改善的主要原因吗?

唐 啸 周绍杰 刘源浩 胡鞍钢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 “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时期，中国单位 GDP 能耗、SO2 排放总量、COD排放总量等节能减排指标均实现了国家规划目标，这

与“十五”计划三项指标均未完成形成鲜明对比。现有研究对此的解释存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不一致。其重要原因在于现有研究

将环境绩效改善的原因完全归于行政奖惩所体现的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忽视了非正式制度对节能减排绩效的积极影响。本文建构了

以包含正式激励和非正式激励的二元委托代理激励模型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利用基于 717名不同级别官员的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

程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与约束性指标相关的正式制度中规定的 11项奖惩措施所产生的激励对官员的环境

治理行为力度并没有显著影响，而体现为顺应中央政府导向和上级领导注意力所代表的非正式制度激励对官员环境治理行为力度产

生了显著影响。非正式制度激励对环境治理行为力度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在第一条路径中，官员压力是中介变量，即非正式制度

产生对官员压力的影响，官员压力又进一步影响官员环境治理行为。在这一路径中，晋升偏好、服从偏好为正向调节变量，正式奖惩

的执行严格程度为负向调节变量。这一路径表明，官员晋升偏好越强、正式奖惩执行严格程度越弱，非正式制度激励对地方官员压力

的影响越大;官员服从上级偏好程度越强，官员压力对环境治理行为力度的影响越大。在第二条路径中，非正式制度激励被认为直接

影响环境治理行为力度，服务偏好是正向调节变量。这一路径表明，地方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偏好越强，非正式激励对环境治理行为的

影响越大。本文的研究发现调和了环境政策执行领域的理论冲突，为深化对中国“压力型”体制的理解提供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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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既是广泛关注的公众议题，也是事关中国可

持续发展的重点治理领域，具有治理领域多样、治理主体

多元、治理体系复杂的特征，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

系统工程。一方面，环境治理涉及空气、水、土壤、绿化以

及废弃物处理等诸多领域，相关主体也涉及政府、企业、公

众、社会组织等;另一方面，环境治理涉及到跨界外部性问

题，这在客观上决定了环境治理体系不仅要激励治理主体

( 特别是地方政府) 的能动性，同时也必须要建立有效的

监管协调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提高环境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是环境得到有效治理的关键。自二十世纪 70年代

末开始，中国从“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这 25年期间逐

步完成了主要的环境保护立法。进而，从“十一五规划”

开始，环境保护均被列为“五年规划”的单独一篇，环境治

理的相关指标也被列为“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对“五

年规划”目标的完成情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从客观的发展指标来看，中国的环境治理总体上取得

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十一五”规划把环境治理作为

约束性指标之后，环境治理绩效得到显著提高。“十一

五”规划( 2006—2010) 期间，单位 GDP 能耗、SO2 排放总

量、化学需氧量累计下降分别为 19．1%、14．29%、12．45%，

“十二五”规划( 2011—2015) 期间，分别累计下降 18．2%、

18．0%、12．9%。三项指标均达到了目标规划值，甚至明显

好于目标规划值。这与“十五”计划 ( 2001—2005) 期间，

国家单位 GDP 能耗，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SO2 排放总量

不降反升形成鲜明对比。

约束性指标的设定，体现了中国环境治理以政府主导

为特征的环境治理模式，突出了中央政府在环境治理的宏

观引导作用。基于中央政府的约束性指标设定，各级地方

政府通过“层层分解”落实治理任务，形成了地方政府在

环境治理的“目标责任制”。在中国的政府现行运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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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约束性指标是地方政府需要履行的上级政府交代的政

治责任，也是上级政府考核下级政府政绩的重要衡量指

标。因此，有研究认为地方官员在行政奖惩力度加大的激

励下，显著加强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度［10，15，19，31－32］。

然而，也有研究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约束性指标政策并

未能改善中国环境绩效，这是因为约束性指标政策的行政

考核对地方官员实际利益影响并不显著，在政策执行过程

中往往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29，33］。

我们认为对中国环境治理问题的研究，不仅要考虑来

自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也要深入认识

地方政府实施环境治理的行为，特别是要深入考察地方政

府官员对于环境治理的动机。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环

境治理的机制，同时也对中国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公共政

策价值。基于此，本文从制度分析的视角，对 717 名不同

级别的官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

进行定量分析，探究在环境治理约束性指标设定的制度背

景下，政府官员对于环境治理的动机。

本文研究发现行政奖惩力度加大等正式制度激励不

是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力度加大的主要原因，而中央政

府导向和上级领导注意力转移等非正式制度激励才是地

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力度加大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研究

发现从微观的视角验证了非正式制度对政策执行的积极

影响，拓展了对中国多层级行政体系中非正式制度的认

识。这一研究发现，可以扩展到环境治理领域之外的政策

执行研究，为理解中国多层级官僚组织的运行逻辑提供了

新证据。

1 文献回顾和评述

现有关于中国的环境治理的实证研究涵盖诸多的研

究视角。本文主要针对现有关于约束性指标对环境治理

的研究展开文献评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宏观的环境

治理绩效视角和微观的环境治理行为的视角。现有的文

献表明，这两个视角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宏观的环境治理绩效相关研究大多肯定了约束性指

标对提高环境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央政府推行的

约束性指标政策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度。

Liu［16］等采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指出，“十五”计划时期

与“十一五”规划时期环境绩效的反差的主要原因是“十

一五”规划推行的约束性指标政策显著加强了基于绩效考

核的行政奖惩措施。这一结论符合周黎安［38］提出的“晋

升竞标赛”的核心逻辑，认为地方官员在“晋升竞标赛”的

压力之下，会根据行政奖惩力度的大小，分配注意力，并改

变自身行为，进而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约束性

指标的设定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在环境治理

中的行政责任和奖惩后果，指标的完成情况被纳入到地方

官员的绩效考核之中，地方官员因为受到行政考核奖惩措

施的压力，提高了政策执行力度，因此环境政策执行得以

有效提升［19，25］。此外，胡鞍钢等［31］、梅赐琪和刘志林［32］

和 Liang 和 Langbein 等［15］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宏观数据计

量回归也证明了约束性指标政策对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

放总量的正向影响。

基于微观视角的环境治理研究往往对约束性指标的

有效性提出质疑，认为约束性指标政策并没有能够改善地

方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例如，冉冉［33］的研究指出基层

政府广泛存在的数据修改和上下共谋导致约束性指标的

行政问责被有效规避，Zhou［28］和 Zhou 和 Lian 等［29］人则

通过案例研究指出选择性执行、共谋行为等行为，使得约

束性指标的奖惩措施，因此并不能真正改变地方政府的环

境政策执行力度。此外，Gao［8］和陈潭和刘兴云［30］的研究

通过在微观领域的观察，也没有能够发现正式制度中的环

境绩效考核会影响官员晋升。约束性指标的制度安排没

有得到有效发挥是因为这项政策设定存在指标僵化、分解

膨胀的问题，并受制于届别主义等因素的影响［11］。

尽管上述两类研究视角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不一

致性，但是对约束性指标的有效性均涉及到环境治理问

责和治理绩效对于地方政绩考核的影响。在压力型体制

之下，治理目标通过任务的层层量化分解，形成上级政府

对下级政府的问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政府在环境

治理所施加的目标责任制将对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具有

积极的影响［27］。然而，如果约束性指标政策的设定没有

相关的严格的激励措施相配合，就无法形成对地方政府

的威慑力，此外，政绩是否影响晋升在现有的研究中也是

充满争议的。周黎安［38］认为，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

官员的激励模式，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制度根源。然

而，也有相关研究表明，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绩效对官员

晋升并没有直接影响［23，35］，而地方派系、社会网络和关

系等对地方干部晋升的影响更大［2，23］。从这个意义上

讲，以约束性指标正式制度的奖惩措施是否能够真正影

响官员实际利益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政策执行过程相

关的研究指出，约束性指标的奖惩措施较易被地方政府

在执行中规避［33］。

因此，理解环境治理约束性指标设定的有效性需要更

加细致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现实运行的制度既包括与

由法律和正式文本所规定的正式制度( formal institution) ，

同时也包括在经济政治生活中也大量存在通过反复博弈

而产生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

和正式合同的规定，但同样在理性人的选择中产生重要作

用。本文语境下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别，遵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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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诺斯的定义: 制度是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

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制

约，包括“正规制度”( 例如规章和法律) 和“非正规制度”

( 例如习惯、行为准则、伦理规范) 。

因此，本文认为，更加全面的认识约束性指标对政策

执行力度的影响，不仅需要考虑约束性指标政策通过正式

制度中所规定的奖惩措施对官员行为产生的影响，也需要

考虑约束性指标通过非正式制度对官员行为产生的影响。

2 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 Lieberthal et al［14］所提出的碎片化威权主义
(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理论，采用委托－代理模型的

分析框架探究中国各级地方官员基于中国环境治理的制

度环境下的环境治理动机。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所设

定的委托代理模型同时考虑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元

激励。

在公共部门的委托－代理模型中，传统激励理论强调

依托监督和处罚所产生的强制性压力的作用［18］。在这一

路径中，主要考虑代理人受到正式制度安排下所规定的实

际利益影响而改变自身行为。同时，本文也接受了对公共

部门中完全机会主义自利者 ( opportunistic self-interest

seeker) 假设的批评，引入管理主义和利他主义 ( altruism

and stewardship) ，即可被教育引导的“诚实低能”( honest

incompetence。假定人是诚实的，但由于有限理性并不能

完全能力的行动者) ［26］。在此路径中，代理人可能由于管

理主义或者利他主义，改变自己的行为。

本文综合考虑了经典委托代理模型，并结合研究问

题提出如下理论框架: 首先，根据上述文献，在激励过程

中可能存在 3种路径:激励影响行为;激励产生压力影响

行为;激励产生教育引导影响行为。这 3 种路径并非完

全排他，在实践中可能共存，所以本文假设 3 种路径同时

发生作用。其次，综合三条路径的理论假设，在既有激励

过程的基础上，本文从自利人假设，管理利他主义假设出

发，加入晋升、经济、服从和服务偏好对模型的调节效应。

最后，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 incomplete contracting theory)

对责 任 或 功 能 不 完 全 ( obligationally or functionally

incomplete) ［21］的强调，本文将正式制度奖惩的执行严格

程度作为操作化指标，同时考察这一因素对模型的调节

效应( 见表 1) 。

在此基础之上，本文着重将模型的自变量激励，区分

为正式制度激励和非正式制度激励。本文的正式制度是

指在中国官僚组织中，由正式文本( 成文法律、法规、政府

规章) 明文规定的正式制度。本文所指的正式制度激励是

表 1 理论模型的一级假设
Tab．1 First-level hypotheses of theoretical model

理论来源 理论主张 操作化定义
假设
编号

中介效应假设

传统激励模型 利益激励促进行为
激励对环境治理行为有
正影响

H1

公共激励模型

激励产生奖惩压力
激励对官员压力有正影
响

H2

奖惩压力影响行为
官员压力对环境治理行
为有正影响

H3

相对诚实

代理人被引导教育
激励对环境意识有正影
响

H4

引导教育影响行为
环境意识对环境治理行
为有正影响

H5

调节效应假设

自利者
自利促进行为 晋升偏好调节激励过程 H6

自利促进行为 经济偏好调节激励过程 H7

管理利他
接受管理促进行为 服从偏好调节激励过程 H8

利他促进行为 服务偏好调节激励过程 H9

不完全契约 执行影响激励
执行严格度调节激励过
程

H10

五年规划约束性指标政策中规定的与地区单位 GDP 能

耗，化学需氧量总量，SO2 总量下降目标是否完成相关的

一系列奖惩措施，这些奖惩措施构成了正式制度对地方政

府( 官员) 的激励。进一步地，本文依据奖惩措施的性质

将其分为正式激励( 声誉) 和正式激励( 非声誉) 两类。本

文的非正式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压力型的非正式制

度，主要是指中国官僚组织中依附个人权威的非正式关系

进行选拔干部和开展工作的规则。这一类的非正式制度

激励体现为官员根据维持与核心领导人的非正式关系的

需要来决定政策执行的力度和结果。这种激励主要通过

核心领导人意志对官员压力进行传导。其二是价值观型

的非正式制度。与价值观有关的非正式制度是指在中国

官僚组织中服从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导向是一种官员普

遍共享的价值观。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党中央和中央政

府的导向与全体人民利益高度相关，从而具有价值型的意

义。在这种价值观下，服从中央政府的导向事实上成为为

人民服务和对党忠诚的价值性和道德性的需求，进而产生

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非正式制度激励的操

作性定义是依据中央政府导向和上级领导人喜好决定政

策执行力度的非正式制度所产生的激励，这些激励会通过

德尔菲法进行具体量表化。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了正式激励和非正式激励对官员

环境治理行为影响模型( 见图 1) 。

·58·

唐 啸等:加大行政奖惩力度是中国环境绩效改善的主要原因吗?



3 研究策略

3．1 变量与问卷设计

问卷量表变量的设计分为两个方面完成。对核心解

释变量正式制度激励，研究收集整理了约束性指标相关的

系列文件，从中整理合并形成了十二项较为普遍的奖惩措

施，作为正式激励的量表。

对被解释变量和其余解释变量、中介效应变量和调节

效应变量，本文参考既有文献选取量表，并采用德尔菲法

反复提取测量指标。对核心解释变量非正式激励，依据深

度访谈资料和德尔菲法进行设计，从中央政府导向、上级

政府导向、上级领导注意力和上级领导关系四个维度进行

测量。对核心被解释变量环境治理行为，依据深度访谈资

料和德尔菲法进行设计，从环境议题数量、环境监管力度、

资金投入力度和招商引资考虑四个维度进行测量。对中

介变量官员压力，依据深度访谈资料和德尔菲法，从官员

压力值和官员疲惫程度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对中介变量

环境意识，以 Duan［6］等人研究成为基础，从环境空间认

识、环境问题严重性和环境知识保有量三个维度进行

测量。

在问卷设计中，以上变量的测度采用调查研究中普遍

采用的李克特( Likert) 5点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非

常少或罕见; 得分越高，则可能性越大或程度越高; “5”

表示非常同意、非常多或频繁。此外，问卷同时也包括受

访者的个人信息，例如年龄、学历、性别、收入及生活地等

相关变量，用于样本特征分析。

3．2 数据收集

为了提高样本数据的质量，本研究对于问卷发放的对

象、区域和渠道都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尽可能降低外部因

素的干扰。在历时两年的问卷发放和收集过程中，研究采

图 1 正式激励和非正式激励对官员环境
治理行为影响模型图

Fig．1 Influencing model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centives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ehavior

用了多种方式提高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在问卷发放区域的选择上，为了减少不同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问卷选取了东、中、西部三个

地区不同省份的官员进行发放问卷。在问卷发放渠道的

选择上，为了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代表性，本问卷的发放

渠道限定为以下三种: 笔者直接走访发放、委托学校培训

班发放、委托地方政府部门发放。问卷累计发放 1 019

份，回收有效问卷 717份，回收率达到 70．4%，较高的回收

率使得我们可以忽略问卷回收的未答复偏差。

为了保障问卷的信度，本问卷在设计和发放中采取了

多种方式进行合目的性抽样。因为无法获取中国地方政

府干部的具体数据，本文采用了预估法进行样本控制，进

而实现合目的性抽样。从对问卷样本的个体特征来看，被

调查者呈现出明显性别、地区、年龄、教育程度、行政级别

和工作部门的分布特征( 见表 2) 。

3．3 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 SPSS 19．0进行 Cronbach’s alpha系数检验、

KMO检验和 Bartlett 检验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 PLS

表 2 问卷样本基本特征分布情况
Tab．2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s basic features

统计项 人数 比率 /%

性别
男 573 79．9

女 144 20．1

东部 352 49．1

地区 中部 208 29．0

西部 157 21．9

50—59 128 17．9

年龄 /岁
40—49 364 50．8

30—39 214 29．8

20—29 11 1．5

博士 22 3．1

教育程度
硕士 181 25．2

本科及大专 472 65．8

高中及以下 42 5．9

省部级 10 1．4

行政级别
地厅级 114 15．9

处级 410 57．2

科级 143 19．9

省级党委及政府部门 151 21．1

工作单位
市级党委及政府部门 210 29．3

县级党委及政府部门 315 43．9

乡镇党委及政府部门 41 5．7

Graph对组合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并使用 PLS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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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模型进行了结构方程分析。

本研究最终选择 PLS软件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

本研究关注不同因素对于实际环境治理措施的影响，估计

具体模型参数并不是本文的重点; 其二，从问卷调查得出

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由于属于有序的类型变量，因而本

身并严格地符合正态分布，而且大多数问卷回答者对于很

多问题的回答属于偏态分布，反映了他们所共同分享的价

值;其三，采用 PLS可以通过不断迭代收敛，可分步迭代，

因此可分步做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估计。

基于以上三点，PLS优于 LISＲEL和 AMOS［3，9］。

4 数据分析和模型检验

4．1 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 Cronbach’s Alpha 和组合信度检验文件信

度。检验并剔除 3道相关系数较低题项后结果见表 3 所

示，检验所得系数均大于 0．7，此外每个显变量对潜变量的

载荷均大于 0．4，问卷整体信度很好。

在 SPSS Statisticss19．0 中对问卷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KMO值为 0．829 大于 0．5，Sig 数值小于0．001，

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本文的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因子分

析法，使用 Promax斜交旋转成分矩阵。11 个因子特征值

大于 1，由于因子 eva1和 eva2的题项 28、30贡献率小于 0．

5予以剔除，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

通过 PLS Graph 计算平均萃取量 (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 值检验问卷的效度，在 PLS中计算得到潜

变量项目间相关系数以及潜变量的 AVE 数值，整理得到

表 4，其中对角线为相应变量的 AVE 值，可以看到最低的
AVE值均大于 0．5，说明聚合效度较好。潜变量间相关系

数最高的值为 0．432，AVE最低值为 0．595，AVE 最低值的

平方根大于相关系数的最高值，说明判别效度很好。综上

所述，问卷的效度达到要求。

4．2 调节效应假设检验

研究基于前文所述模型，将检验模型中介效应的相关

假设，二级假设见表 5。

研究模型中的中介效应假设进行检验，研究采用 PLS

Graph Bootstrap( N = 700) 进行显著性假设检验，得到路径

系数和 t 检验结果见表 6。根据模型检验结果，原假设
H1c、H2c、H3得到了验证，其余假设 t检验为通过，拒绝原

假设，说明至少在这一样本范围和模型框架下，其余路径

是不显著的。

根据表 6所示的模型检验结果，仅保留检验通过的 3

个潜变量之间的 3 条路径关系，在 PLS Graph 中计算，绘

制模型如图 2所示。模型中内生变量环境治理行为的，官

员压力，数值相对较低。因为官员压力和环境治理行为本

身

表 3 各变量信度分析
Tab．3 Ｒeliability analysis of variables

变量 代码 问题数量
Cronbach’s
Alpha系数

组合信度

环境治理行为 eff 4 0．826 0．879

官员压力 pre 2 0．846 0．929

环境意识 envi 2 0．735 0．82

服从偏好 duty 2 0．848 0．93

服务偏好 peo 3 0．961 0．975

经济偏好 eco 4 0．933 0．952

晋升偏好 pro 3 0．917 0．948

非正式激励 lead 4 0．911 0．923

正式激励( 非声誉) eva1 4 0．801 0．87

正式激励( 声誉) eva2 6 0．871 0．903

执行严格度 act 8 0．928 0．94

表 4 潜变量相关系数与 AVE值
Tab．4 Latent variab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AVE

代码 eff pre envi duty peo eco pro lead eva1 eva2 act

eff 0．595

pre 0．386 0．867

envi 0．068 －0．016 0．605

duty 0．432 0．282 0．117 0．869

peo 0．27 0．239 0．143 0．352 0．928

eco 0．153 0．042 0．158 0．225 0．203 0．833

pro 0．113 0．25 0．024 0．271 0．11 0．208 0．858

lead 0．327 0．319 0．151 0．383 0．278 0．167 0．128 0．918

eva1 0．059 0．139 －0．021 0．124 0．148 0．169 0．324 0．059 0．727

eva2 0．002 0．068 0．016 0．019 0．055 0．111 0．214 0．024 0．367 0．81

act 0．18 0．23 －0．011 0．158 0．061 0．028 0．126 0．193 0．086 0．037 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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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仅仅通过模型中的其余 3个

因素可以达到水平，说明模型具有解释力。

进一步讨论模型中介效应，中介变量加入前后原路径

与新路径路径系数差值与通过中介变量的两条路径系数

乘积相差越小，越能说明路径系数的改变是中介变量造成

的［36］，而这一乘积比新路径系数则可以衡量中介效应的

大小。计算可得前后路径差值小于 0．003，计算得中介效

应相对大小为 31．2%，说明模型基本符合中介效应数量关

系且中介效应比较显著。

4．3 调节效应假设检验

根据模型，我们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加入决策偏好和执

行严格度的调节效应变量，相关二级假设见表 7。

表 5 中介效应的二级假设
Tab．5 Second-level hypotheses of mediating effect

假设 1
级编号
假设 2
级编号

假设内容

H1a 正式激励( 非声誉) 对环境治理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H1 H1b 正式激励( 声誉) 对环境治理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H1c 非正式激励对环境治理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H2a 正式激励( 非声誉) 对官员压力存在正向影响

H2 H2b 正式激励( 声誉) 对官员压力存在正向影响

H2c 非正式激励对官员压力存在正向影响

H3 H3 官员压力对环境治理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H4cd 正式激励( 非声誉) 对环境意识存在正向影响

H4 H4ce 正式激励( 声誉) 对环境意识存在正向影响

H4cf 非正式激励对环境意识存在正向影响

H5 H5 环境意识对环境治理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表 6 模型中介效应假设检验结果
Tab．6 Tested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hypotheses
原假设 路径系数 T值 结论

H1a －0．069 1．481 8 拒绝原假设

H1b 0．050 0．793 4 拒绝原假设

H1c 0．318 7．570 7＊＊＊ 支持原假设

H2a 0．060 1．412 7 拒绝原假设

H2b 0．052 1．258 4 拒绝原假设

H2c 0．340 8．430 2＊＊＊ 支持原假设

H3 0．292 7．944 7＊＊＊ 支持原假设

H4a 0．067 0．595 8 拒绝原假设

H4b 0．045 0．482 1 拒绝原假设

H4c 0．007 0．122 7 拒绝原假设

H5 0．100 1．583 2 拒绝原假设

注: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01。

在 PLS中检测调节效应，可以通过叉乘项对的贡献来

进行判别［4］。本文采用因子分析载荷计算潜变量后叉乘

的方法进行判别［36］。关于如何判断的贡献是否达到可以

图 2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Fig．2 Tested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hypotheses

表 7 模型调节效应的二级假设
Tab．7 Second-level hypotheses of model adjustment effect
假设 1
级编号

假设 2
级编号

假设内容

H6a 晋升偏好对非正式激励影响官员压力有正调节
效应

H6 H6b 晋升偏好对官员压力影响环境治理行为有正调
节效应

H6c 晋升偏好对非正式激励影响环境治理行为有正
调节效应

H7a 经济偏好对非正式激励影响官员压力有正调节
效应

H7 H7b 经济偏好对官员压力影响环境治理行为有正调
节效应

H7c 经济偏好对非正式激励影响环境治理行为有正
调节效应

H8a 服从偏好对非正式激励影响官员压力有正调节
效应

H8 H8b 服从偏好对官员压力影响环境治理行为有正调
节效应

H8c 服从偏好对非正式激励影响环境治理行为有正
调节效应

H9a 服务偏好对非正式激励影响官员压力有正调节
效应

H9 H9b 服务偏好对官员压力影响环境治理行为有正调
节效应

H9c 服务偏好对非正式激励影响环境治理行为有正
调节效应

H10a 正式奖惩执行严格度对非正式激励影响政策压
力有正调节效应

H10 H10b 正式奖惩执行严格度对官员压力影响环境治理
行为有正调节效应

H10c 正式奖惩执行严格度对非正式激励影响环境治
理行为有正调节效应

·88·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年 第 9期



接受的标准，可以通过 f2 的计算公式得到［5］，其调节效应

显著的标准如下:

f2 =［Ｒ2( interaction model) －Ｒ2( main effects

model) ］/［1－Ｒ2( main effects model) ］

根据这一公式，通过逐个添加调节项计算比较对变化

的贡献大小得到表 8。

将原模型加入调节效应项后，在 PLS 中以 Bootstrap

( N= 700) 的显著性假设检验，考察模型稳健性，发现原模

型中框架路径依然成立只是系数产生变化如表 5所示，说

明模型有较好的稳健性。汇总表 6和表 9结果，得到最终

模型图 3，其中“正式奖惩执行严格度”的调节效应路径系

数为负。

综上，模型的最终结果( 见图 3) 表明: 正式激励对地

方官员环境治理行为影响不显著，非正式激励对地方官员

环境治理行为正向影响显著。在非正式激励对地方官员

行为影响路径中，官员压力是非完全中介变量。这表明约

束性指标的非正式激励加大会提高官员压力，官员压力提

高会促使地方官员加强环境治理行为力度; 此外，非正式

激励也会直接正向影响地方官员的环境治理行为力度。

模型结果还表明，晋升偏好、服从偏好和服务偏好为

正向调节变量，正式奖惩执行严格度为负向调节变量，经

济偏好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其中，晋升偏好对非正式激励

影响官员压力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正式奖惩执行严格度产

生负向调节作用。这表明官员晋升偏好越强，正式奖惩执

表 8 模型调节效应假设的检验结果
Tab．8 Tested results of model adjustment effect hypotheses
原假设 变化 判定 原假设 变化 判定

H6a 0．038 调节效应 H8c 0．015 不通过

H6b 0．011 不通过 H9a 0．026 调节效应

H6c 0．000 不通过 H9b 0．005 不通过

H7a 0．000 不通过 H9c 0．006 不通过

H7b 0．006 不通过 H10a 0．015 不通过

H7c 0．007 不通过 H10b 0．016 调节效应

H8a 0．013 不通过 H10c 0．011 不通过

H8b 0．024 调节效应

注:对 p，Ｒ2 变化达 0．017以上达到 f2 调节，对 e，变化 0．016达到
调节。

表 9 考虑添加调节效应的模型检验
Tab．9 Test results taking adjustment effect into account
原假设 路径系数 T值 结论

H1c 0．018 1．634 4* 支持原假设

H2c 0．127 2．177 8＊＊ 支持原假设

H3 0．289 3．094 91＊＊＊ 支持原假设

注: *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5、0．01和 0．001。

行严格度越弱的情况下，非正式激励对地方官员压力的影

响越大。服从偏好对官员压力影响环境治理行为产生正

向调节作用，这表明官员服从上级偏好越强的情况下，官

员压力对于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越大。服务偏好对非正

式激励影响环境治理行为产生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当

地方官员为人民服务偏好越强的情况下，非正式激励对环

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越大。

5 结 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认为约束性指标政策对地方官员的环境政策执

行力度具有显著影响，这支持了既往文献中肯定约束性指

标政策作用的研究［19，25］。既往约束性指标政策对中国环

境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主要是从宏观层面验证，本文

则首次从微观数据提供了支持［16，31－32］。

但和上述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本文发现虽然约束性

指标政策对地方官员的执行力度具有影响，但这样的影响

并不是因为正式制度的奖惩措施。这一发现则与既往微

观案例研究的结论相符合。

本文认为尽管正式制度规定的一系列奖惩措施包含

了晋升激励和问责激励两个部分，但是对地方官员的行为

影响并不显著的可能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威慑力较强

的奖惩措施在执行过程之中被广泛异化［29，33］。例如本文

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约束性指标虽然也规定了“一票否

决”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之中，“一票否决”由直接否决

官员晋升，变为否决官员获取荣誉参评的资格。二是与绩

效相关的奖惩措施对官员核心利益影响不足。奖惩措施

并不足以影响官员的晋升［8，30］，而相应的资金奖励与地方

项目投资相比，数额又太过低小。

本文进一步发现约束性指标对地方官员环境治理行

为的影响，更多取决于非正式制度的中央政府导向和上级

注意力转移。中央政府通过设置约束性指标这一重大政

策，向地方官员释放了政策偏爱( policy preferences) ，这种

政治决心经过层层传递有效的影响了地方官员行为选

图 3 模型最终结果
Fig．3 Final results of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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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10］。在这一非正式制度之中，地方核心领导人的注意

力转移，成为了其中的关键要素。地方官员通过观察核心

领导人的重视程度和判断维持与核心领导人关系网络强

度的需要，来决定政策执行力度。

本文的研究发现拓展了对“压力型体制”的认识［34］。

研究结果表明，在官员的行为变化之中，来自上级的压力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

上级领导人对官员晋升的影响［2，23］。但是，与传统“压力

型体制”的认识所不同的地方是，本文结果表明除却压力

之外，非正式激励也会直接影响官员的行为选择。这可能

主要是受到官员的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12］。这说明地方

官员可能并不将中央政府的导向和上级的指示完全视为

一种压力，特别是在这项政策预期收益符合官员所认为的

人民和公众利益时，部分官员也将自觉推动政策执行。如

果考虑到在中国政治的话语体系中，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

通常被表达为人民利益服务，那么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这

种由革命教化赋予的先验性权威［39］，也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公共服务动机较强的地方官员的政策执行行为。

本文建立了一个对现有现象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模

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既有的研究冲突。模型阐释了政策

执行和官员激励的相互作用机制，同时考虑了中国官僚组

织中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将非正式制度对政策

执行的积极影响也纳入研究范畴。这一研究视角，可以扩

展到环境治理领域之外的政策执行研究，也为更好揭示中

国官僚组织的基本规律提供解释。

5．2 政策含义

第一，在环境治理领域，单纯提高约束性指标的奖惩

措施如提高环境考核分数比重，对地方官员行为力度影响

不大。这是因为地方官员有多种方式有效应对考核。改

变奖惩措施失效的关键是提高奖惩措施执行的严格度，同

时应当加强部分奖惩措施的真实影响效力。

第二，应当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和各级领导人的环境

治理政治决心，通过更为有效的方式释放政策偏好，这些

行动通过中国科层制的非正式激励能够有效促进中国环

境治理绩效的改变。在中国生态形势依然严峻，环境问题

仍然突出的当前，考虑到中国科层制人格化特征在短时间

无法扭转，进一步加大中央政府和各级领导人的政治决心

是转变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的重要途径。

第三，应当进一步加强有关中央环境政策正当性和认

同感的教育措施，充分借鉴现代管理方法成果( 如心理学

成果) ，提高地方官员对环境政策正当性的认同，以此调动

地方官员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应当充分认识到这种认同

有助于官员提高政策执行力度，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破

除绩效考核“万能药”的思维方式，避免了科层制中指令

机械僵化和信息不对称性的痼疾。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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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stronger punishment and reward system the main reason for
improving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in China?

TANG Xiao ZHOU Shao-jie LIU Yuan-hao HU An-gang
(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1th and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s ( FYP ) ，China’s emission reduction indexes，such as per unit GDP

energy consumption，sulfur dioxide ( SO2 ) and chemical oxygen demand ( COD) emissions，have all reached the expected targets，

posing a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failures of those goals in the 10th FYP． Current studies have the inconformity for the explanation of such

phenomenon at both macro and micro levels． Major reason for such difference maybe the fact that current research tends to attribute the

improvement on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olely to the impact of formal institutions but ignores the positive effects resulting from informal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frame of principal－agent model which contains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incentives，to test our argument． Hinged on the data of 717 questionnaires from government official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tested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 SEM)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11 incentives created by formal institutions have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officials’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bedience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guidance and superior officials’attention，

those incentives from informal institutions，are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improvement．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for

informal institution to exert its impacts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first approach，the feeling of pressure among local officials

becomes a mediator variable between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officials’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ficials’promotion

preference and obedience preference are positive adjustment variables，where the strictness of implementing formal rulesis a negative

adjustment variable． The effec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creases as officials have stronger promotion preference and the strictness of

formal incentives implementation declines． The mediate effect of pressure is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officers’obedience preference． In

the second pathway，informal institution could also affect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directly and is adjusted by officers’service

preference． Stronger such preference to be，more influential of informal incentives would be． These findings help us to renew our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China’s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government official incentives by explaining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paradox and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of how China’s pressure-driven system operates．

Key words Five Year Plan; government official incentive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formal system

·29·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年 第 9期


